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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治理论”为核心的中国财政学教材重构 

 

刘晓路 

 

教材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石。在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史上，有过两次重大调整。一个是

以 1964 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著的《财政学(初稿)》出版为标志，“国家分配论”取

代“货币关系论”成为新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中国财政学正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

路。另一个是 1998 年“公共财政论”奠定了其在财政学中的主导地位，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

在我国日趋盛行，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却鲜有提及。但进入

新时代后，我国财政学教材建设未能出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变化。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转变和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意味着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的变化，对社会

实践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特别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理念，更是将

财政实践和财政研究推向国家治理领域变革的前沿，亟须推进以“国家治理论”为核心的中

国财政学教材重构。 

 

西方财政理论存在两大缺失 

 

我国目前的财政学教材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问题，特别是西方主流财政理论并不适用

于解释中国财政实践，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缺失，即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中缺

少对“国家”性质和类型的分析，以致将以美国为蓝本的“自由放任的多元主义”国家视为现

代国家唯一正确的存在形式。但实际上，不同国家的国情体制差别巨大，民主制度有不同

的表达形式，发达国家间的价值观亦存在明显差异。另外，由于西方财政学界以美国为研

究中心，我国的财政学教材也受此影响。比如，“财政联邦制”的运作机理，与美国的地方

自治与选举制度密不可分，迥异于中国国情，但在许多教材中却成为解释我国分税制的主

要理论依据。 

其二是社会缺失，即市场失灵理论中没有考量社会因素，以致未能将社会问题作为财

政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多数教科书以市场失灵为现代财政活动存在的理论依据，并由此诠

释财政职能。但发达国家的财政收支绝大部分都与“社会”相关。一方面，以美国、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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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社会性、福利性支出占其全部财政支出的 60%以上。按照 OECD

的定义，这类支出的目的就在于将国民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

平，减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税

收理论看，个人所得税相较于间接税的主要优点，就是有助于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可

见财政收入中鲜明的社会性意图。对于中国来说，社会因素更是财政实践活动的根本出发

点。与我国取得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相关的财政实践，并不能简单用马斯格雷夫财政

“三职能”论中的收入分配职能来解释，而是要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

中加以理解。 

 

财政学教材脱离现实问题溯源 

 

笔者认为，上述脱节问题的存在，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学术传统固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财政理论逐渐取代“国家分配论”，成为新

的主流。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式微、拥有经济学研究背景的学者数量不断增加，财

政学是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看法日益成为共识。这就导致即使在具体研究时意识到理论与现

实脱节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但在总体研究框架上，很难摆脱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影响，在

驾驭“国家”与“社会”因素方面更是困难重重。 

第二，理论储备不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瞩目成就，在实践层面上为国内财政

学者质疑西方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在理论层面上，仍未能合理地消化吸收西方学术成

就，实现自主理论的创新与完善，进而将中国实践的特殊性转化为理论上的一般性。即使

在个别领域存在理论突破，但像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一样，能够在哲学观、方法论等各个方

面都得到支撑的系统性理论尚不存在。当前的财政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西方理论框架+中

国实践经验”的组合，但使用这些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现实，倘若不使用这些理论，就易导致

教科书体系碎片化，可谓左右为难。 

第三，写作框架单一。演绎法与归纳法是两种主要的论述框架。西方主要的财政学教

科书基本采用“演绎法”的写作框架。首先通过经济学分析得出若干价值标准，然后以此为

据对各个领域中的财政现象的合理与否进行评判。这些价值标准都是基于西方国家发展经

验而归纳的产物，对于与这些经验不符的实践活动，天然就带有忽视或否定的倾向。我国

的财政学教科书在参考西方教材的同时，也引入了这一特征。尽管许多教材做出了本土化

的努力，充分使用中国的数据和案例，但却无法改变价值判断的倾向性。相比之下，参考

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基本结论，主要采用归纳法的论述框架，不预设立场地从自身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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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以事实为准绳判断财政实践成败，应当是更切合我国实际的财政学教材写作方

法。 

 

切实推进中国财政学教材重构 

 

首先，坚持教材编写视角的多学科原则。推动财政学教材的编写者与讲授者，吸收融

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在此基础之上对财政现象做出充分解释，特别是要正确认识中国

财政实践的特殊性。既要避免戴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色眼镜”而对中国财政实践产生理

论偏见，也不应为了迎合中国现实而否定现代财政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较于西方财政学教

材单纯强调经济学视角，新时代的中国财政学教材有必要增加国家与社会视角，以对现实

进行更为客观实际的刻画。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得到新中国财政实

践印证的观点为核心，形成系统的“国家治理论”财政思想。一方面继承“国家分配论”中“财

政以国家为主体”的观点，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环境下，把对财政本质的理解提升到支撑整

个国家治理体系正常运作的高度上来。这也恰好与中国古籍中财政为“治国安民之本”的理

念遥相呼应。教材编写应当致力于展示现象，提供分析现象的理论线索，并鼓励读者进一

步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此过程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在财政中的作用都能得到体现，财政

的职能也不仅仅依据市场失灵理论而圈定在经济范畴之内，而是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

和生态等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从而弥补西方财政理论中“国家缺失”与“社会缺失”的

局限性。 

其次，坚持教材写作框架的归纳法原则。西方财政学教材以经济学范式作为统领全文

的价值标准，其最开始的章节一般都在介绍经济学基本理念与方法。采用归纳法的论述框

架，意味着在区分出各个财政学领域后，每章都要对涉及的领域进行基本概念、原理和典

型事实的介绍，不预设价值判断，以实践结果作为理论合理与否的评判依据。对于较为复

杂的问题，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但不下结论的做法。相应的，历史背景、制度演进等

时序性因素所占的篇幅必然有所增加，财政史在理解财政现象中的作用也会更加突出。对

于中国的财政实践，更是要对其来龙去脉做详细说明，至少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实

践进行梳理，以免割裂改革前与改革后财政发展的一体性。有些领域（如财政体制中的郡

县制传统），甚至需要更久远的追溯。毕竟，鉴古知今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以事实、史

实为基础讨论中国财政学基本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坚持教材选取内容的本土性原则。中国财政学教材必然要立足于对中国现象的

说明和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实践及相关理论的诸多创新为创造“中国奇迹”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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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不可没的作用。在教材写作中，不但需要对财政诸领域的重大实践活动进行理论阐释，

而且应对中西财政的理论异同和实践差别进行客观剖析，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个方面

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借此讲授“中国故事”，帮助读者客观认识中国国情，在认

同“中国道路”的同时，自觉增强理论自信与学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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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代志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高宏宇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程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摘要：经济学启动实验研究借鉴实验心理学中的启动方法，从社会认同理论和内生偏好理论

出发，探究社会身份、文化和规范对偏好形成和个人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结合理论模型和具体

研究案例，系统梳理经济学领域开展启动研究的最新进展，对启动研究的实验设计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

详细说明，并总结启动方法在实验的可复制性和伦理道德方面所面临的争议。启动方法在国际经济学

界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一方法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制度、理

论和应用三个层面分析在中国开展启动实验研究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背景提

供三个方面的研究思路和展望。 

关键词:启动   内生偏好   社会认同   实验经济学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通常假设偏好是外生、稳定且不随时间变化的，但对偏好内生性的深入研

究可以发现，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能够对偏好产生重要影响。为探究环境对偏好

和行为影响的因果效应，经济学家开始采用实验心理学的启动方法（priming techniques）

（Cohn & Maréchal, 2016）。启动方法主要应用于心理学研究当中，实验者通过细微的情景线

                                                   
代志新、高宏宇、程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dai@ruc.edu.cn, 

hongyugao@ruc.edu.cn，chengpeng97@ruc.edu.cn。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非威慑因

素的助推机制设计:来自随机自然实地实验的证据”（72273145）。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的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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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来激活实验对象记忆中有特定关联的心理概念，进而分析该心理概念对实验对象在后续实

验任务中的判断及行为的影响。启动使参与某一项实验的被试暴露在某种刺激下，通过文字、

图片、音乐或者视频等方式激活被试诸如思维、刻板印象或者态度等的相关记忆。启动这一

过程可能会影响被试在实验后续任务中的表现，被试受启动刺激所产生的后续反应被称为启

动效应（priming effect）（Tulving et al, 1982）。启动可以分为概念启动（conceptual priming）

和知觉启动（perceptual priming）。概念启动基于刺激的概念，主要通过语义任务激活与刺激

概念相关的一些特征，比如，由于“桌子”和“椅子”属于同一类别，实验者给被试展示“桌子”

这个词汇，会让被试产生对“椅子”的启动效应。知觉启动则基于刺激形式，以刺激形式和外

部形状起作用，常见的知觉启动有：词干补笔、视觉、听觉和知觉刺激等（Keane et al,1991）。 

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文化（culture）和规范（norms）对偏

好和行为的影响，但使用传统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因果效应存在明显的缺

陷。正如 Cohn & Maréchal（2016）所指出的，首先，研究者很难获得关于社会认同、个人

偏好及经济行为的微观观测数据。其次，实证方法很难将不同的社会认同因素进行剥离，比

如一个人有很多个社会身份，很难明确哪个社会身份在起作用。再次，个体的社会身份并非

随机分配而来，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吸引具有不同偏好的个体，比如不同的宗教团体可能

会吸引具有不同社会偏好的人，不同的职业可能会吸引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人。最后，实证

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由于观测数据的局限性，很难干净地识别出个人

社会认同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因果效应。启动研究则通过实验技术手段操纵特定社会身份的显

著性，可以避免选择性偏差、混淆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根据心理学中的自我分类

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被称为 “启动”的环境因素可以暂时使某一社会认同凸显，改

变个体在给定时刻对特定身份及其相关规范的相对权重，使得一个人的行为趋向于所启动的

社会认同相关规范。启动实验的随机分组确保启动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没有可观测和不可观

测的差异，因此，干预组和控制组的任何行为差异都揭示了启动社会认同的边际行为效应

（Benjamin et al,2010）。 

本文聚焦于在激励性实验中使用启动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本文首先介绍经济学领

域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系统梳理关于启动方法的研究进展；再次，本文介绍经

济学启动实验设计的基本步骤和启动实验面临的争议；最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和现实背景，

本文对在我国未来开展经济学启动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经济学界开展启动研究提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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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和内生偏好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思

想是，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自利偏见，内群体是人们认同的群体，外群体是人们

不认同的群体。个体出于社会身份的相似性考虑会对内群体的评价比外群体更高，更有可能

帮助内群体成员，并对内群体成员表现出更为慷慨的行为、更少的嫉妒行为、更多的积极互

惠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行为（Tajfel & Turner, 1979）。因此，启动相同的社会身份会带来内群

体偏爱，而启动不同的社会身份则会引起外群体歧视，从而导致群体分裂（Chen & Li, 2009）。

内生偏好理论认为，个人偏好并非一成不变，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等因素都会与

个人偏好相互作用。启动通过操纵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身份的凸显性，暂时性地使个人偏

好趋向于所启动的环境因素，进而衡量这些因素对个人偏好的边际效应（Cohn et al, 2017）。

本节将结合具体实验研究和理论模型来介绍经济学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所提出的。社会认同是指个人来

源于对社会群体成员感知的自我意识，包含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类别及其规范的自我意识。属

于某一社会群体的个体会从该群体中获得社会认同感，而这种社会认同感是个体自尊的重要

来源。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有三个过程：社会分类、社会认同和社会比较。第一阶

段是社会分类，人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个体进行分类，将自己归入某一社会类别。第二

阶段是社会认同，人们接受所归属的社会类别的身份，并遵循该社会类别的规范。第三个阶

段是社会比较，人们将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以维持群体自尊，形成对自己

所属社会类别的有利偏见。社会认同理论能够用来解释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种

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运动及劳工纠纷等（Tajfel & Turner, 1979）。 

 Akerlof & Kranton（2000）首次将社会认同引入经济分析，认为个体的社会认同决定其

在特定情境下应做出何种行为。他们构建了一个新古典主义效用函数，根据这一效用函数，

个体的效用取决于自身的社会认同、行为以及他人的行为。自身和他人的行为决定了个体的

商品和服务消费，所以效用函数能够捕捉到自身行为和外部性对个体效用的影响。其中，个

体的社会认同取决于个体被指定的社会类别、个人特征、个体特征同所指定社会类别的规范

相符合的程度以及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同社会规范所规定行为相符合的程度。个体可以通过

选择自身行为和社会类别来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此外，个人的行为也会影响某一社会类别的

社会规范和由社会认同所反映的某个社会类别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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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kerlof & Kranton（2000）的理论分析，社会认同能够从以下几个维度解释经济现

象：第一，社会认同能够解释看似有害的行为，某些人的行为在具有其他社会认同的人眼里

可能是不当、甚至是自我毁灭的。第二，社会认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

会对其他人的社会认同产生影响 。第三，社会认同揭示了一种改变偏好的新方式。社会认

同的概念在社会中会不断演变，因此可以采取一些方式来施加干预，例如广告、公共政策、

政治游说等。第四，社会身份作为行为的基础，社会身份的选择可能是人们做出的最重要的

经济决策之一。 

（二）内生偏好理论 

Bowles（1998）对偏好的内生性做了系统说明，与外来理性偏好公理不同，偏好可以通

过基因遗传和学习获得，并受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框架效应、内在和

外在动机、规范演变、任务绩效及文化演变五个效应之中。一方面，经济制度会影响个人偏

好，在一套经济制度下习得的偏好是特定的，如利己主义、机会主义或者合作主义。另一方

面，在特定选择情境下个人的心理因素也会影响偏好，如强迫、成瘾、习惯等。偏好的内生

性意味着个人偏好、技术、政府决策和市场决定了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且经济、社会、法律

和文化结构也会影响个人偏好。 

1.经济环境与个人偏好的互相影响。经济环境和个人偏好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虽然某些偏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但经济增长也会改变个人偏好（Bowels,1998）。

在风险偏好维度，Palacios-Huerta & Santos （2004）通过构建一个偏好内生决定的不完全市

场一般均衡模型，将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结论与实证数据分析结果相结合，证明了市场范围、

个人竞争性内生互动以及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形成之间的相互作用。Malmendier & Nagel（2011）

研究发现，个人所经历的经济波动会影响其风险态度，经历过大萧条的个体在之后的投资活

动中风险承受能力更低。在时间偏好维度，Becker & Mulligan（1997）研究指出尽管时间偏

好会对个人投资储蓄行为、经济增长、资产定价、成瘾行为产生作用，但收入、死亡率、不

确定性和成瘾性也会影响个体的时间偏好。在社会偏好维度，Rapoport & Vidal（2007）研究

指出，虽然利他主义在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中均存在，但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利他主义行

为直接受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父母更有可能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 

2.文化背景与个人偏好的交互作用。个人偏好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的

文化背景会塑造其独特的个人偏好，进而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在文化背景对社会偏好的影

响方面，Henrich et al（2001）在 12 个国家的 15 个社会群体中开展了最后通牒博弈、公共

物品博弈及独裁者博弈实验，实验结果显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偏好有着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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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层面，Henrich（2004）提出了基于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播交互作用的社会偏好进化途

径，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具有的社会学习能力使得人类能够拥有大规模的合作水平，人类

各类文化群体的进化选择是产生不同社会偏好的基础。因此，个体是否会成为一个利他主义

者取决于其对于群体内部其他人员是否成为利他主义者的预测，即社会偏好的进化结果取决

于群体选择。 

在文化背景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方面，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室实验方法验证了风险偏好的跨

文化差异。Weber & Hsee（1998）在一项检验风险偏好是否存在跨国差异的实验中，以来自

中国、美国、德国和波兰的被试为实验对象，在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评估风险偏好时

发现，中国被试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低于美国被试。而且在风险偏好方面的显著差异主要与

风险感知方面的文化差异有关，而非与风险感知态度方面的文化差异相关。Bruhin et al（2010）

使用有限混合模型对风险偏好进行了分类识别，并在中国和瑞士两国被试间发现了明显的文

化差异。 

3.社会身份对个人偏好的影响。个体的社会身份包含性别、种族、职业及社会阶层等多

重维度，行为经济学家结合实验和理论的方法证明个人偏好会受社会身份影响。关于性别对

个人偏好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就性别与社会偏好的关系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拥

有更强的亲社会性，而男性则更关心自我利益。然而，实验经济学家在检验这一猜想时得出

不同的结论。在囚徒困境实验中，有的研究者发现女性比男性合作意愿更强而且更为慷慨

（Meux,1973），而有的研究指出男性比女性合作倾向更高 （Mack et al,1971），还有研究者

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合作偏好方面无明显差别（Orbell et al,1994）。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研

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出价没有区别（Bolton & Katok,1995）。在性别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方面，

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在实验中证明了女性在很多方面都比男性更厌恶风险:例如在健康

风险（Spigner et al, 1993）、灾难风险（MacGregor et al, 1994）及犯罪风险（Daly & Wilson, 

1988）等方面，女性相比男性都表现出更厌恶风险的态度。经济学家对风险偏好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对财务风险的态度方面，女性接受财务风险的意愿更低，对赌博的风险厌恶程度更高，

同时在模拟投资行为的实验中发现女性更厌恶投资风险（Holt & Laury, 2002）。对女性投资

者而言，更大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降低了女性的收入水平（Eckel & Grossman, 2002）。   

此外，种族、职业和社会阶层也会影响人们的偏好。在种族层面，实验发现黑人有更强

的公平偏好，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黑人的出价比其他种族高，而且黑人的出价更加公平，

也更可能拒绝不公平的出价（Eckel & Grossman, 2001）。在职业层面，一些实验发现公共部

门雇员的亲社会性更强，捐赠行为更加慷慨，更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及帮助他人（Lew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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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2002）。Bonin et al（2007）则提出由于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收入风险大大低于在私营部

门工作的收入风险，风险厌恶的个体会更倾向于在公共部门工作。在社会阶层层面，Tanaka 

et al（2010）在越南农村进行的实验结果显示，生活在贫困村庄的村民风险厌恶程度更高，

而且在时间偏好实验中贫困村庄的村民也表现出更低的耐心程度。 

 

三、经济学启动实验研究进展 

 

根据 Benjamin et al（2010）所构建的揭示某一社会类别启动效应的理论框架，个体以最

大化其效用函数进行行为选择，个体的最优行为选择为其未考虑社会类别时的最优行为𝑥0和

考虑社会类别时的最优行为𝑥𝐵的加权平均值，启动某一社会类别会使其行为更加接近𝑥𝐵，这

一行为偏离恰好反应该社会类别对个人偏好的边际行为效应。因此，启动方法是研究经济环

境、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等因素如何影响稳态偏好的非常实用的实验方法。启动方法在国际

上已经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应用，然而在我国使用启动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还很少。当

前的启动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认同如何影响个人偏好和经济行为，但在社会认同如何影响感

知规范、认知技能以及启动方法在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本节系

统梳理经济学启动实验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在我国开展启动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社会认同对个人偏好的启动效应 

正如内生偏好理论所指出的，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社会偏好等受经济环境、文

化背景、社会身份等多重因素影响，个人所属的社会类别能够揭示个人偏好的异质性来源。

为评估个人所属的社会类别如何对个人偏好产生影响，实验经济学家采用启动方法暂时提高

实验被试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对于某一社会类别的相对权重，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来衡量被试的

原始偏好参数，进而参数化测度社会认同对个人偏好的启动效应（Cohn & Maréchal, 2016）。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启动方法研究种族、职业、文化、宗教、社会阶层、罪犯及环境等社会认

同对个体偏好的启动效应。 

1.种族认同的启动效应。种族认同会影响人们基本的经济偏好，而且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启动相同的种族身份可能会引起内群体偏爱，而启动不同的种族身份可能会产生外群体歧视

（Chen & Li, 2009）。Benjamin et al（2010）是首位采用启动方法研究种族认同如何影响个体

偏好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启动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之后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启动干预后

亚裔美国人的耐心程度显著增加。但在启动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后，土著非裔美国人的耐

心程度有所下降而且变得更加风险厌恶。在启动种族认同对合作协调水平的影响方面，Chen 

et al（2014）在囚徒困境博弈和最低努力博弈中使用启动方法研究了凸显种族身份对团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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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影响，结论是启动亚裔美国人的亚裔身份特征能够显著增加其内群体偏爱，而启动高加

索人的种族身份却对其内群体偏爱没有影响。还有学者研究了种族认同对种族偏见行为的影

响，例如，Berge et al（2015） 在肯尼亚研究了当地的种族偏见程度，传统观念认为肯尼亚

的种族偏见程度比较强烈，然而他们在实验室中启动了被试的种族身份认同后，在之后的独

裁者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中并未发现任何的种族偏见迹象。 

2.职业认同的启动效应。启动方法在研究职业身份及相关规范对个人偏好的影响方面有

很大优势，不同职业群体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比如银行业可能吸引了更不诚实及更风险喜

好的个人，或者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直接比较不同职业人群的行为或

者偏好通常不能确定不同职业规范之间的差异。启动方法能够让实验者在特定的职业内进行

比较，实验者将某个职业的从业人员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启动条件，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没有

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差异，因此启动效应就代表了该职业认同对其偏好的边际效应（Cohn et 

al, 2014）。 

Cohn et al（2014）首次采用启动方法来研究银行业身份认同对银行业从业员工不道德行

为的影响。人们往往将银行业频频出现的财务欺诈丑闻归咎于银行业的行业文化，认为银行

的行业文化助长了欺诈行为。因此，为检验银行业的行业文化是否真的引致欺诈行为，他们

在实验中启动银行员工的职业认同和相关规范，然后让银行员工进行测谎实验。结果表明，

凸显银行员工相关职业认同和规范后，其在实验中的作弊行为显著增加。后续实验还发现，

这种启动效应只在银行员工中被观察到，而来自其他行业的员工和学生在对他们的职业身份

或与银行相关的概念启动时作弊行为并未显著增加。 

大多数银行的核心业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人们通常认为银行业的过度冒险行

为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为此，Cohn et al（2017）在多家银行进行实验，使

用启动方法提高银行员工的职业身份显著性，然后在风险投资任务中测度其风险偏好。结果

显示，在启动被试的职业身份及相关规范后，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增加，这一发现同传

统的银行职业规范会增进冒险行为的观点不一致，银行的职业规范并未助长过度承担风险行

为。此外，还有学者从性别差异的角度研究职业认同与风险偏好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性别

差异可以用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别来解释，Drupp et al（2020）在启动科学家的职业认同后发

现，男女科学家之间的风险偏好差异显著减小，而且在年龄越大的科学家中，风险偏好几乎

没有性别差异。 

3.宗教认同的启动效应。宗教信仰对人们的行为和偏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信仰宗

教的人不太可能酗酒、非法使用药物或者从事犯罪活动，更有可能做出慈善贡献（McCle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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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o, 2006）。但是由于很难确定宗教身份的外生变异，因此很难衡量宗教对行为和偏好

的因果效应。许多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中采用工具变量或其他识别策略来检验宗教对行为的

因果效应，然而这些识别策略都有其局限性（Hungerman, 2010）。启动方法通过提高宗教身

份认同的显著性在宗教影响行为的渠道中创造了外生的变异，能够很好地衡量宗教身份如何

影响行为，即宗教认同的启动效应（Benjamin et al, 2016）。 

Shariff & Norenzayan（2007）在匿名独裁者博弈中通过启动一般宗教概念，检验宗教身

份对利他主义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中性启动或者无启动组相比，宗教概念启动显著增加了

被试的利他主义给予，而且启动效应在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中都存在。此外，McKay et al

（2011）研究发现，启动宗教概念显著增加了有向宗教组织捐款经验的被试对不公平行为的

利他主义惩罚。Benjamin et al（2016）将宗教的启动效应研究拓展到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工

作努力程度、时间及风险偏好的影响方面。研究表明，启动新教徒的宗教身份会显著增加被

试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贡献额，并降低其风险厌恶程度，启动犹太教徒的宗教身份则会显著

增加其工作努力程度，但在时间偏好方面没有发现启动效应。 

4.文化传统的启动效应。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对我国人

群的个体偏好有着深刻的影响。启动方法为研究儒家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

思路,文化认同的启动效应可以精确地衡量儒家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Liu et al（2014）探

讨了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中国大陆被试和中国台湾被试的个人决策，在启动儒家思想后，大陆

被试变得更爱冒险、损失厌恶程度更低、更不耐烦，然而台湾被试则变得更受人信任、更有

耐心，说明儒家思想的启动效应在大陆和台湾被试间存在不同。Jiang & Wei（2022）通过一

个具有“软腐败”1属性的礼物交换博弈实验，探讨儒家文化对人们软腐败行为的影响。他们

在实施凸显儒家文化的启动干预后发现，启动儒家文化并不能减少送礼行为，但会使评分员

的知识测试评分更加公平。 

5.社会阶层的启动效应。收入分配不均在各国都是很重要的话题，富人掌握更多的财富、

教育、医疗等资源，然而富人的道德水平和亲社会性却经常受到质疑。社会阶层与道德行为、

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已经受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心理学家通常采用

启动方法研究社会阶层和道德水平、亲社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显示，来自较高社会

阶层的个人通常比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个人道德水平更低，更有可能违反交通规则、表现出

                                                   
1 同主要涉及政府官员并涉嫌违法犯罪的“硬腐败”不同的是，“软腐败”主要包括裙带关系、任人唯亲、

徇私偏袒等，“软腐败”同样也会损害社会的公平效率，但很难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进行约束（Jiang & Wei，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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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的决策倾向、在谈判中撒谎等，高社会阶层的亲社会性与同理心更弱、更不慷慨，而

且这种关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更为显著。心理学家通常认为高社会阶层表现出来的不

道德行为和弱亲社会性是由于他们更为贪婪地追求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Côté et al, 2015）。

然而，Gsottbauer et al（2020）却发现，高社会阶层人群的道德水平有时可能会更高。他们

首次通过对异质性人群所感知到的社会阶层身份进行外生操作，即利用被试的实际收入水平

来划分高社会阶层和低社会阶层，将被试随机分配到高或低社会阶层启动条件下，然后让被

试进行心理博弈（mind game）。结果显示，启动对被试所感知到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影响，而

且高社会阶层的被试并没有表现出更不道德的行为，反而实际高社会阶层的被试被启动高社

会阶层社会认同时其诚实水平显著比其他组别更高，他们认为这种结果的差别可能是由于之

前的启动实验被试均为学生，而社会阶层对道德水平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

群体。 

除了研究富人的道德水平和亲社会行为，一些经济学家还使用启动方法探讨贫困身份对

人们行为的影响。贫困可以通过心理渠道对人们的技能、能力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加深行

为偏见和贫困（Kremer et al, 2019）。Sharafi（2019）在启动了青少年关于生活窘迫和经济困

难的负面情绪后发现，现实中贫困的学生与现实中富裕的学生相比，努力程度显著降低了

25%，在实验任务中放弃的可能性也增加。这表明与贫穷有关的负面情绪会降低人们努力工

作的意愿，造成动机不足，增加努力成本，进而导致努力程度和毅力水平降低。Banker et al

（2020）在美国的实验室实验中发现，突出贫困身份的启动干预显著降低了学生被试从事挑

战性高但收益更多的任务。此后，他们在印度孟买的贫民窟进行了实地实验室实验（lab in 

the field），突出贫民窟居民的贫困身份并没有影响其从事挑战性任务的积极性，但通过对被

试施加积极的启动干预，2被试从事高挑战性任务的积极性显著增加。这说明突出贫困身份

会抑制一个人从事具有挑战性任务的意愿，进而影响其在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此

外，贫困身份的启动效应还取决于贫困身份的饱和度水平，3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正向激励

会促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可能会进一步帮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

Bartoš et al（2021b）以乌干达的农民为实验对象探讨了贫困身份对时间偏好的影响。为了避

免流动性、财富、金融市场准入和健康等混淆因素的影响，他们使用启动操纵来激发农民对

贫困相关问题的思考。结果发现，思考贫困导致农民花费在娱乐上的时间多了 1.7 倍，而且

还提前了 21 分钟进行娱乐活动，说明贫困思考会增加农民提前娱乐和延迟工作的偏好，与

                                                   
2 积极的启动干预为口头自我肯定激励。 
3 贫困身份的饱和度水平体现在是暂时地感到贫困还是持久地经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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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相关的启动直接影响农民的时间偏好。 

6.罪犯认同的启动效用。犯罪不仅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还会产生高额的经济成本，

例如美国 2017 年的个人和财产犯罪成本高达 2.6 万亿美元（Miller et al, 2021）。因此，探究

人们犯罪的原因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Becker（1968）开创性地提出个人犯罪

的决定是对预期物质利益和惩罚成本的权衡，然而，社会和心理学家普遍认为犯罪决定还取

决于人们对道德和自我形象的考虑。Cohn et al（2015a）将社会认同理论应用于犯罪情境，

认为囚犯有道德身份和罪犯身份，违反规则的行为会给道德身份带来成本，而几乎不会让罪

犯身份受到影响，所以更强的罪犯身份认同会增加违反规则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识别罪犯

认同对违反规则行为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由于罪犯和非罪犯之间存在很多可观测或不可观

测的差别，所以不能直接对二者直接比较。为此，Cohn et al（2015a）采用启动方法提高了

囚犯罪犯身份的显著性，然后让囚犯私下抛掷硬币。4与对照组的囚犯相比，启动罪犯身份

的囚犯在抛硬币任务中作弊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这一启动效应在普通公民中并未发生，说

明罪犯身份显著性的增加确实会增加囚犯违反规则的可能性。 

除了了解人们犯罪的原因，研究监禁如何影响囚犯并促进他们改过自新和重新融入社会

对预防后续犯罪活动及累犯也有重要意义。Balafoutas et al（2020）在希腊的两所监狱做了一

系列信任博弈、囚徒困境及平等等价性检验5实验，结果发现，囚犯对外部群体的信任程度、

互惠性和合作性显著低于对内部群体，6而且监禁时间越长，囚犯的亲社会性越低。此后，

他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启动干预，要求囚犯反思他们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及其对他们的影

响。结果表明，这种启动干预显著增加了囚犯对外部群体的信任程度、互惠性和合作性，这

一变化说明启动干预可以促进囚犯改过自新及重新融入社会。 

7.环境认同的启动效应。鉴于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许多关于公共物品贡献的经济研究

都特别提到保护自然环境，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对绿色偏好和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Schwirplies & Ziegler, 2016）。与种族、宗教、职业等社会认同相比，环境认同是比较模

糊的概念，但与环境保护规范非常相关。近年来，环境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环境认同的启动效

应，Engler et al （2019） 结合启动方法和陈述选择实验（stated choice experiment），在德

国研究了启动环境认同对绿色偏好的影响，发现环境认同对绿色偏好有非线性的启动效应，

启动效应随着环境认同感的增加而增加，对于没有环境认同感或环境认同感很低的被试而

                                                   
4 只有在抛得“人头”时被试才会获得奖励。 
5 平等等价性检验是由Kerschbamer (2015)提出的一种对分配偏好类型进行分析的方法。 
6 外部群体是指监狱外的人，内部群体指监狱中的其他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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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启动效应为零。Bimonte et al（2020） 的研究衡量了积极启动和消极启动7对人们购买环

保智能手机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的影响，结果表明，启动环保行为显著提高了人们

购买环保智能手机的支付意愿，而且积极启动比消极启动更有效。Bonan et al（2021） 在一

项关于家庭节能的大型随机实地实验中，通过突出被试过去的环保行动来启动环境认同，然

而启动环境认同对家庭节能行为总体上是无效的，只在过去具有较高基准能耗和环保行为的

被试中存在启动效应。Filippini et al（2021）在向购买摩托车的消费者介绍了空气污染对健

康的影响并展示了空气污染的图片后，消费者转向购买电动车的比例显著增加，说明环境启

动能够有效促进消费者选用环保型替代品。 

（二）社会认同对感知规范的启动效应 

上述研究只反映了启动社会认同引发的行为反应能够揭示相关规范的信息，然而并没有

直接衡量启动社会认同对感知规范的影响。为研究社会身份显著性如何影响对外群体歧视社

会规范的感知，Barr et al（2018）在实验中分别启动被试的国籍社会认同及人工设置的社会

认同后观察被试的歧视行为。结果表明，不同国籍身份的被试对歧视行为恰当性的感知存在

显著不同。而且在两种社会认同的启动处理中，被试认为基于国籍的歧视比基于人工设置的

社会身份的歧视更不恰当，而且在人工设置的启动环境下被试的歧视行为出现得更多。因此，

当社会规范反对歧视时，外群体歧视就会变得更少。采用同样的方法，Chang et al（2019）

发现，政治身份的显著性可以唤起不同的社会规范。个人的主要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对再分

配政策社会适当性的认知，进而解释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再分配行为上的差异，即启动

政治身份后的民主党人更喜欢平等的再分配方案，而共和党人在启动后则更倾向于拒绝平等

的再分配方案。 

（三）社会认同对认知技能的启动效应 

人们的认知技能通常被认为是外生的，然而许多研究表明人们的社会认同也会影响其认

知技能，具体而言，社会认同会影响人们的学习和智力表现。Akerlof & Kranton（2002）提

供的证据表明，学生的社会认同会影响其人力资本的实现，诸如“书呆子”“运动员”“领导群

体”这类的社会类别标签会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学生会以其社会认同来选择学习的努

力程度。有些研究种族刻板印象对认知技能影响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启动种族认同后的非裔

美国人在智力测试中分数比控制组显著低，而当亚裔身份显著性增强时，亚裔美国人的考试

成绩显著更高（Steele & Aronson, 1995; Shih et al, 1999）。Spencer et al（1999）在数学考试前

                                                   
7 积极启动为告知被试环保行为可以改善环境质量，消极启动为告知被试环保行为可以防止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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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告知女性被试，她们在之后的数学考试中的成绩往往不如男性，与未提前告知女性被试

性别差异的对照组相比，女性被试的考试分数下降了 50%左右。Dee（2014）在启动了学生

运动员身份认同后发现，与非学生运动员相比，启动显著降低了学生运动员的认知表现。 

在研究社会地位对认知技能的启动效应方面，Hoff & Pandey（2014）研究了印度种姓身

份对认知技能的启动效应。他们采用了公开每个学生被试种姓身份的启动机制，结果显示，

与高种姓被试与低种姓被试分开的种姓隔离组和未启动组相比，在混合种姓组中提高种姓身

份的显著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低种姓被试学习新技能的能力。Delis et al（2021）在一项随机

问卷实验中，通过引导被试思考其个人经济状况来进行启动干预，结果发现，启动个人经济

状况使得贫困个体的财务知识得分下降了 3.7 倍，但高收入个体的财务知识得分在启动干预

后反而上升了。Delis et al（2021）认为贫困身份会给人们带来焦虑感和羞耻感，进而降低人

们的财务认知能力。Afridi et al（2015）探讨了我国户籍制度对学生认知技能的影响，分析

了户籍身份对学生在激励性认知任务中的启动效应。相对于本地城市学生而言，启动学生被

试的户籍显著性降低了农村移民学生的认知表现，从而显著降低了他们在计件工资制度下收

入分配的相对排名。然而启动户籍社会认同在锦标赛工资制度下并未对农村移民学生的认知

表现产生影响，说明引入竞争可以缓解由户籍身份认同带来的负面启动效应。 

（四）启动方法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应用 

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领域，启动方法还可以用来识别诸如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和失业等

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行为的因果效应，传统的实证方法在检验某一经济变量的因果效应时存

在诸多局限，例如在检验逆周期风险厌恶方面，采用实际的市场数据可能难以避免因果识别

的内生性问题，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同时受许多难以衡量的因素所影响。例如资产价格的下跌

通常与主观预期资产收益、资产价格波动性、整体金融财富、习惯的变化以及可能与资产价

格相关或不相关的背景风险的变化有关，因此从实际资产持有量推测风险厌恶程度极具挑战

（Cohn et al, 2015b; Cohn & Maréchal, 2016）。 

Cohn et al（2015b）使用启动方法检验了金融市场趋势对金融专业人士风险偏好的影响。

他们在实验中分别启动金融专业人士对股市繁荣或者萧条的思索，然后在一系列具有财务风

险的简单投资任务中衡量其风险厌恶程度，直接剔除其他混淆因素的影响，结果发现启动股

市萧条组的被试比启动股市繁荣组的被试更加恐惧和厌恶风险，而且恐惧程度越高，对资产

的投资程度显著越低，表明恐惧在逆周期风险规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检验 Cohn et al

（2015b）研究结果的普适性，Alempaki et al（2019）采用其启动实验在非限定为金融专业

人士的更广泛的人群中测度了金融市场趋势对被试风险偏好的启动效应，然而，在启动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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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市繁荣或萧条的思索后，被试并没有产生恐惧的情绪反应，其风险偏好也没有显著差

异，说明反周期风险厌恶只出现在金融专业人士中，并不适用于更为广泛的群体。为识别市

场环境对资产定价的影响，Newell & Page（2017）在交易前分别启动了实验被试对市场的繁

荣想象和萧条想象。在后续资产市场实验中发现，繁荣启动下的市场具有更高的清算价格和

更为严重的资产错误定价，萧条启动下的市场泡沫显著减少。此外，与萧条启动相比，繁荣

启动下的被试对市场的预测能力更弱。 

 

四、启动研究的实验设计过程及面临的争议 

 

（一）启动实验设计步骤 

根据现有的使用启动方法的实验经济学文献，大多数实验旨在研究启动干预对人们行为、

偏好的因果效应，因此经济学中的启动实验设计与传统的实验设计有所不同，通常是将启动

方法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或实地实验相结合。经济学中的启动实验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步

骤：确定研究主题、选择实验样本、实施启动操纵、操纵检验（manipulation check）、开展后

续实验任务、安慰剂检验（Cohn et al,2014）。例如，Benjamin et al（2010）为研究种族认同

对个人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影响，以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为实验对象，让被试

填写个人身份背景信息的问卷来启动被试种族身份的心理概念，在后续的实验任务中，他们

让被试完成跨期选择实验和风险决策实验任务，以此来估计种族认同对被试风险偏好和时间

偏好的启动效应。Cohn et al（2014）探讨了银行职业认同对道德行为的启动效应，他们选择

的实验样本为银行员工，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启动银行员工的职业认同，实施完启动操纵后

又让被试完成填词任务以进行操纵检验，然后让被试参加匿名抛硬币任务来衡量被试的道德

水平。为确保银行职业认同的启动效应只存在于银行员工中，他们还以非银行员工和学生为

实验对象进行安慰剂检验，以避免其他混淆因素的影响。 

本节将结合现有的经济学启动实验详细介绍每个步骤的设计细节和注意事项。 

1.确定研究主题。基于启动干预的经济学实验首先要明确实验的研究主题，研究主题的

选择决定了实验启动机制和后续实验任务的设计策略。通常而言，选择研究主题的出发点有

两个： 

（1）检验现有的理论。现有的文献大多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同理论和经济学的内

生偏好理论来确定研究主题。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社会身份会决定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行

为。内生偏好理论认为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等会影响个人偏好，因此我们可以选

择启动人们的某类社会认同来检验其对个人偏好和经济行为的作用机制。此外，还可以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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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入手，检验经济变量对行为的因果效应。比如 Cohn et al （2015b）就

通过启动金融市场趋势检验了逆周期风险厌恶的宏观经济理论。 

（2）调查经济和社会现象。经济和社会中充斥着大量难以用传统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

的现象，比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贫富差距、犯罪、暴力等。首先，由于伦理和经费等原

因，很难采取大规模的实地实验。其次，几乎不可能对这些现象进行外生的干预和操纵。启

动方法可以很好地用来研究这类经济和社会现象，通过外生地启动种族、性别、社会阶层、

犯罪经历、暴力创伤等，探讨这些社会身份和经历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机制。比如，Depetris-

Chauvin et al（2020） 通过调查非洲足球队胜利对种族认同的影响发现，国家足球队的胜利

启动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比赛前相比，受访者在比赛胜利后对本种族的认同感下降了 37%，

但对其他种族的信任感增加了 30%，国家足球队的胜利成功削弱了种族认同感，但增加了国

家认同感，从而改善了人们对其他种族的态度并显著减少了种族间的暴力行为。Callen et al

（2014）为了探讨战争和社会冲突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否会对风险偏好造成影响，他们在阿富

汗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平民进行了启动实验，所采取的启动干预是让被试回想一次诸如炸弹袭

击的恐怖经历，然后让被试在不同风险组合中选择彩票，并与让被试回忆快乐和中性事件的

其他组别相比较，从而研究战争创伤对风险偏好的启动效应。 

2.选择实验样本并进行随机分组。启动方法的实验目的一般是为了探究社会认同对行为

的影响，或者是调查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实验样本的选择与传统的实验样本选择也有很

大不同。启动实验的实验样本通常不是高校学生被试，而是拥有特定社会身份或经历的人群。

例如在研究特定职业身份的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启动效应时，需将样本限定在该职业的从业人

员里；在研究社会阶层对社会偏好的启动效应时，样本范围应包括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员；在

研究特定社会经历对行为的启动效应时，同样应选取有相关经历的被试群体（Callen et al, 

2014）。此外，在确定实验样本时应保证最小可测效果（minimum detectable effect，MDE）

所需的样本量（Duflo et al, 2008）。 

由于启动实验通常为被试间设计（between-subjects design），所以在确定实验样本后，应

对样本进行随机分组，分别设置启动干预组和控制组。随机分组方法主要采用简单随机和分

层随机法，简单随机指对实验样本直接进行随机分组，例如可以采用计算机生成随机数的方

法进行简单随机分组。分层随机即按人口统计特征或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分层随机，比如，

Afridi et al（2015）在中国进行的研究户籍身份对认知技能的启动效应实验中，对被试按照

性别、年级、班级和户口类型进行分层随机分组。在随机分组后，为了检验分组的随机性，

需对分组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balance check），又称随机性检验（randomization check）（Bru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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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Kenzie, 2009）。 

3.实施启动操纵。实施启动操纵是启动实验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启动干预包括自动启

动（automatic priming）和有意识启动（conscious priming），自动启动指被试在无意识的情况

下接受启动，例如，闪动的图片或非常简短的文字，以至于被试没有意识到。有意识启动是

指被试有充分的意识，例如，让被试阅读一个故事或单词。经济学中的启动实验主要是有意

识的启动，让被试有意识地暴露在一定的刺激下。 

经济学启动实验实施的启动操纵主要有让被试阅读故事或文字、回答问卷和观看图片等

方式，来提高某一社会身份或情绪的显著性。比如，Gilad & Kliger（2008）让两组被试分别

阅读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故事来启动被试的风险态度。Gsottbauer et al（2020）通过让被

试阅读关于社会地位的文字来凸显被试的高社会阶层身份和低社会阶层身份。Cohn et al 

（2017）让被试回答关于职业身份的问卷来启动他们对银行员工身份的社会认同。Cohn et al 

（2015b）用表示金融市场趋势的图表来刺激被试，启动被试对于股市繁荣或萧条的思索。

此外，研究者还可以采用音乐、视频、面对面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实施启动操纵。需要注意的

是，研究者需要结合研究主题和实验情境选择合适的启动操纵方式。 

4.操纵检验。为了确定启动操纵的有效性，在实施完启动操纵后，研究者需要对操纵效

果进行检验。操纵检验可以确保被试对启动干预做出预期的反应，一个典型的操纵检验包含

一个或多个问题，旨在了解每个被试对所暴露的刺激的反应。如果操纵检验是成功的，即干

预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之间的回答有显著的差异，则说明被试对启动过程中的刺激产生了应

有的反应。比如 Cohn et al（2014, 2017）在启动银行员工身份认同后，让被试完成单词拼写

任务，启动操纵后的被试回答“banker”的概率显著比控制组多，说明启动操纵是成功的。

Gsottbauer et al（2020）在提高社会阶层身份显著性后，让被试回答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

结果是启动高社会地位（primed-rich）被试回答的社会阶层显著比启动低社会地位（primed-

poor）被试高，说明启动操纵成功地改变了被试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估。 

5.开展后续实验任务。经济学中的启动实验主要是研究对个人经济行为、偏好的启动效

应，因此在成功完成启动操纵后需让被试进行后续的实验任务来测量被试在行为、偏好方面

对启动刺激的反应。研究者需要依据研究主题与相关理论设计检验启动效应的实验任务，如

果要检验对个体偏好的启动效应，研究者应让被试完成跨期选择实验、风险决策实验等任务

（Benjamin et al, 2010）。为了衡量启动操纵对社会偏好的影响，研究者可以让被试完成诸如

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囚徒困境博弈、公共物品博弈等实验任务，来检验被试在启动

干预后其利他主义给予和合作水平是否显著变化（Shariff & Norenzayan, 2007）。如果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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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操纵对个人道德水平的影响，研究者可以让被试完成匿名抛硬币任务或者心理博弈任务

来观测被试在启动干预后个人作弊行为是否显著变化（Gsottbauer et al, 2020）。在研究启动

社会认同对认知技能影响的实验中，一般采取走迷宫、做计算题、做智力测试题等任务（Hoff 

& Pandey, 2014）。 

6.安慰剂检验。完成上述实验步骤之后，为了检验启动效应是否只在特定身份的人群中

存在，一般还需进行安慰剂检验。启动实验中的安慰剂检验主要通过在不同社会身份的被试

间进行同样的启动操纵，来检测是否存在与处理组相同的启动效应。Cohn et al（2014, 2017）

在检验启动银行员工身份认同是否会导致被试更加不诚实及更风险偏好的实验中，还对非银

行员工和学生做了同样的启动操纵，结果并未发现有同银行员工一样的启动效应。Cohn et al 

（2015a）的实验说明启动罪犯的犯罪身份会让他们更加不遵守规则，然而非罪犯的普通居

民在接受启动操纵后并未出现更多的不诚实行为，因此这一效应只适用于具有犯罪身份的个

体。 

（二）启动研究面临的争议 

 1.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启动方法虽然在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

近年来由于几项著名的启动研究结果的失败复制，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启动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Yong, 2012）。例如，Bargh et al（1996）研究发现，偶然激活老年人刻板印象会产生与刻

板印象群体相关的行为。他们对老年人进行带有刻板印象词语的启动，发现受到启动的老年

人与未受到启动干预的老年人比从实验室走到电梯时间更长。但 Doyen et al（2012）对其实

验进行复制没有发现类似的结果。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2015）复制了 2008 年三个顶

级心理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所报告的 100 个实验，结果表明，虽然按照作者提供的原始材料

来进行实验重复，但是仅有 36%的重复实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Weingarten et al（2016）

在进行偶然出现的与动作有关的启动词对任务表现的影响研究中发现，虽然实验结果总体上

显著，但是可能存在实验可复制性较差的隐患。Payne et al（2016）进行了六项关于启动对

被试在模拟 21 点游戏中下注的影响的实验，他们认为一些著名的行为启动研究被证明难以

复制的原因是复制者大多是使用了动机较弱的被试参与了实验设计，同时他们认为行为启动

具有被试无意识行为的关键特征。但是 Shanks（2017）对该实验的复制时巧妙设计了不区分

自动过程与受控过程的实验，而实验结果仍然再现了 Payne et al（2016）的实验结果，表明

启动形式的关键特征并不在于被试的无意识行为。 

而另一种关于实验结果难以复制的解释是人的潜意识在现实中无法执行意识所能执行

的所有高级功能（Bargh,2014）。同时很多证据表明潜意识是狭隘与短暂的，很难提供可靠的



公共经济评论                                                     2023 年第 06 期 

21 

发生机制（Newell & Shanks,2014）。2002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Kahneman）

提出，虽然他对启动研究的失败复制持怀疑态度，复制者可能并不了解启动效应观察条件的

微妙之处，实验设计的细微变化就会改变启动效应。但他还是建议知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建立

启动结果复制链，研究人员除了披露原始数据和代码外，还应提供独立复制所需的所有材料

（Yong, 2012）。此外，Rivers & Sherman（2018）进一步强调了实验设计对于统计功效和启

动效应可靠性的重要性。 

2.伦理和道德问题。启动干预在实地实验中的应用越来越多，比如 Kessler & Milkman 

（2018）分析了美国红十字会进行的两项随机实地实验，目的是向前几年未提供捐款的人员

募集捐款，结果表明，启动亲社会身份（慈善机构的前捐赠者或当地社区的成员）显著增加

了捐赠的可能性。Bonan et al （2021）和 Filippini et al（2021）在关于环境保护的随机实地

试验中，通过启动人们的环境认同显著增加了人们的环保行为和绿色偏好。这些应用表明，

启动干预可以作为一种成本有效的助推手段应用于公共政策设计中，重构人们的选择框架。

然而这些启动干预通常是在没有经受人们同意而且是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激发人们

的心理概念会带来一系列伦理和道德问题。如果实施启动干预的机构并不是出于善意的目

的，比如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企业经常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利润而非为了消费者利益，公共部门

的助推政策有时也是有害的，可能会损害人们的尊严和自主权。 

同样应注意战争、暴力等负面信息启动干预对被试的影响。Callen et al （2014）在阿富

汗地区使用启动方法研究了战争或社会冲突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其中启动干预是被试回想一

次诸如炸弹袭击的经历。在实施启动干预时应该特别注意被试的心理健康，避免回想袭击经

历对被试产生二次伤害。Delgado et al（2009）在研究暴力对非人性化启动效应中使用含有

暴力信息的图片或视频对被试进行启动干预，结果表明，暴力可以引发对外群体的非人类感

知。在此类实验中应时刻关注被试的心理健康，避免对实验后被试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而对

于未成年人的启动干预研究也应当特别注意，避免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影响。Zheng & 

Zhang（2016）在关于电脑游戏暴力对儿童攻击性水平的启动效应的研究中，使用 220 名儿

童接受电脑游戏暴力启动干预，结果发现，性别和特质攻击性都会影响玩暴力视频游戏的儿

童的攻击性。因此，在实施启动干预的政策设计方面，应尽量避免负面信息启动干预对被试

的身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产生伦理和道德问题，应当提高启动干预的透明度，并接受公众

的监督（Sunstein, 2015; Thaler,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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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展望 

 

启动方法通过情境操纵激活某一特定的心理概念，能够精确地衡量启动概念对被试行为

决策的影响，并且可以干净地识别出启动概念的因果效应。鉴于启动方法的以上优点，启动

方法的使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目前使用该方法的研究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说明为什么要用启动方法来研究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因果效应，然后

对经济学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介绍，继而系统梳理了启动方法在经济学各个领域

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启动研究的实验设计过程及面临的争议进行了阐述和总结。 

（一）研究总结 

启动方法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流行的工具，在劳动经济学、发展

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劳动经济学领域，

启动方法在研究劳动就业歧视问题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有助于探寻减少甚至消除歧视的方

法，为提高不同身份背景员工的合作和协调水平提供了启示。此外，启动方法还可以被用来

研究不同职业身份对个人偏好的影响，识别不同职业人群个体偏好的异质性，对于防范职业

风险、提升职业道德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现有的一些研究探讨了贫困

身份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的影响、贫困心理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技能，以及不同社会

阶层人群的道德水平和社会偏好，有助于研究贫富差距的形成机制、探索消除贫困的新路径。

在公共经济学领域，启动研究结合随机实地实验展示了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启动干预以鼓励慈

善捐赠等亲社会行为。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启动实验为识别因果效应提供了新的思

路，能够检验诸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虽然国际上启动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非常广泛，但在我国开展启动实验研究还面临

着一定的困难，一是我国使用启动方法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应用范围窄，可以借

鉴的国内文献少。二是启动方法是一种主要来源于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而在我国目前经

济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程度不足，启动方法在国内尚未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三是

在我国开展的启动实验如何创新性地研究中国问题，融合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体制、文化背

景、宗教信仰等因素，而非仅仅将国外的研究换一个被试群体，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

务。 

（二）未来研究展望 

在中国进行启动实验研究有以下三点必要性：首先，在制度上，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

启动干预是一种低成本且高效的（cost-effective）政策工具，可以促使人们的行为更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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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比如在健康、储蓄、纳税、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启动实验研究可以为启动干预政

策设计提供依据。其次，在理论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独特的政治体

制、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国内的启动实验研究结果可能有别于国外的研究结果，其理论机

制可能有所不同，这为丰富经济理论和实践带来新的证据和视角。最后，在应用上，启动方

法可以用来研究我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比如新冠疫情的冲击对居民个体的行为影响

等。本文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现实背景，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研究展望。 

1.聚焦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在社会认同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可以结合

我国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检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此外，不同

的宗教身份、职业身份、社会阶层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非常值得关注。我国的慈善捐赠主要

以企业捐赠为主，个人捐赠占比低，可以采用启动方法研究我国高收入人群的慈善捐赠行为

和社会偏好，对我国的个人低慈善捐赠意愿做出解释。其次，在社会认同对认知技能的影响

方面，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天然存在割裂，未来可以

进一步研究户籍身份对认知技能的影响机制。此外，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还导致农村出现大

量的留守儿童，未来可以探究留守儿童身份认同对认知技能的影响。再次，在研究经济现象

和社会现象方面，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启动方法可以用来探究城乡差

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机制，以及这些差距对人们经济行为带来的影响，探索

消除这些差距对人们行为和认知技能影响的激励机制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

义。 

2.拓宽应用范围，创新研究领域。我国目前的经济学启动研究主要围绕文化传统和户籍

制度展开，研究范围较窄，而国际上启动方法在经济学多个领域均已得到充分应用，未来应

拓宽启动方法的应用范围，探讨各类身份认同对经济行为、感知规范和认知技能的影响。此

外，未来还可以创新研究领域，比如可以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变动、国际政治动荡或广泛传播

的疾病对人们行为决策的影响。国际上就有学者研究了新冠疫情这一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健

康和经济冲击对人们心理的影响。Bartoš et al（2021a）在捷克采用启动方法提高了新冠疫情

的凸显性，结果发现，被试在独裁者博弈及毁灭之乐博弈（the joy-of-destruction game）中对

来自欧盟、美国和亚洲的外国人分配的金额显著下降，说明启动新冠疫情确实对个体分配行

为产生影响。此外，Adena & Harke （2021）还研究了新冠疫情对亲社会性行为的影响，在

处理组提及新冠疫情对儿童的负面影响，这一启动干预显著增加了人们对慈善机构的公益捐

赠，而且受新冠疫情影响更严重地区的人们捐赠额更多。当前我国面临的疫情形势复杂严峻，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逆全球化态势加剧，我国学者也可以借助启动方法研究外部环境变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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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行为决策的影响。 

3．丰富研究形式，充当公共政策的“试验田”。我国目前的经济学启动研究主要集中在

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研究形式呈现单一化。未来可以将启动方法同人工实地实验

（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框架实地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相结合，以“真实”的

被试为研究对象，而非仅以标准化的学生为被试池。国际上的启动研究大多采用具有特定社

会认同或经历的“真实”被试，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某一社会认同或经历的启动效应，而且具

有更强的外部有效性。此外，国际上已开始将启动方法同随机实地实验（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相结合，探究启动干预对慈善、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Kessler & Milkman,2018; 

Filippini et al,2021）。国内学者也可以尝试开展启动干预的随机实地实验，研究启动干预对亲

社会行为、健康行为、投资行为、公共政策遵从度等的助推作用，重塑人们的选择框架，使

人们的行为更符合公共利益，并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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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ceeding from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endogenous preference 

theory, economists have turned to priming techniques from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identity, culture and social norms in shaping 

preferences and personal behavior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specific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atest progress of priming research in economics.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and precautions of priming research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controversies about replicability and ethics of priming technique. 

Priming technique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economists across the world, but its application 

in domestic economic field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itiating prim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stitu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d also provides research strategy and prospects in three aspects based on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alistic backgrou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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